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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摘要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并使用了不适宜的技术，因此，正如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所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并不能满意地解释过去三十年里亚洲新兴经济的快速增长现象，也不能解释中

国最近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本文，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最适宜（优）的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

的要素禀赋结构（这里的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如果一个发

展中国家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那么这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

以及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上的差异就会变得最小。进一步地，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最适宜的技术，那么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成本上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发达国家

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我们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收敛到发达国家的结论。 

关键词  适宜技术，  技术选择， 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收敛 

                                           

                                           

                                           

Appropriate Technology，Technology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ustin Yifu Lin    Pengfei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select and use in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and as a result, there exist 

sizable differences in TFP and output per labor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s have 

shown in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 However,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 can not satisfactorily explain 

the extraordinary growth and convergence during the last 3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the NIEs in Asia, 

including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recently China.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most 

appropriate (optimal) technologies of an economy are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y’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skill level).If a developing country selects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that match the skills of 

this country, the differenc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per labor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be smallest. Furthermore, owing to the lower cost of technical progr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be greater than tha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nvergence can happen in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appropriate technology, endogenous growth, human capi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JEL  Classification  O14, O33, O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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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技术、技术选择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摘要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并使用了不适宜的技术，因此，正如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所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并不能满意地解释过去三十年里亚洲新兴经济的快速增长现象，也不能解释中

国最近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本文，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最适宜（优）的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

的要素禀赋结构（这里的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如果一个发

展中国家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那么这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

以及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上的差异就会变得最小。进一步地，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最适宜的技术，那么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成本上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发达国家

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我们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收敛到发达国家的结论。 

 

一、引言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人均收入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距？许多经

济学家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知识差距是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

原因（Romer 1993; Prescott 1998）。这种观点得到了最近一些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发现不
同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Klenow and Rodriguez 1997; Caselli 
et al. 1996; and Hall and Jones 1999）。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因
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技术会在不同国家之间造成如此之大的人均收入差距。 

有许多文献对技术会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上存在巨大差距给出了解

释。Stephen L. Parente and Edward C. Prescott（1994）认为不同国家之间采用新技术的障碍
的不同是解释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巨大人均收入差距的原因。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

国家之间在技术采用上存在着不同的障碍，Stephen L. Parente and Edward C. Prescott（1994）
并没有给出解释。Stephen L. Parente and Edward C. Prescott（1999）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
供给者（劳动力）会结成垄断同盟，由于国家对这些垄断同盟进行保护，因此，这些垄断同

盟会对采用更加有效的技术进行抵制，从而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然

而，为什么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对这些垄断同盟进行保护？Stephen L. Parente and Edward C. 
Prescott（1999）并没有给出解释。实际上，如果国家不对这些垄断同盟所在的厂商也进行
保护的话，那么，即使国家会对要素供给者的垄断同盟进行保护，还是不可能阻碍这些国家

采用更加有效的技术
1
。而 Evanson and Westphal(1995)则认为由于新技术的采用需要大量的

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这会减缓发展中国家技术收敛的过程。而对于这些隐性知识，
Evanson and Westphal(1995)则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之间所存在的巨大人均收入差距（Atkinson and Stiglitz 1969, David 1974）。适宜技术最早由
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本地的在实践中积累知识”
（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即厂商的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 by doing）要受到当
地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Diwan and Rodrick（1991）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重新强调
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Caselli and Coleman（2000）估计了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他们认为

                                                        
1 这一点，Stephen L. Parente and Edward C. Prescott（1999）在论文中也承认，正如加拿大也存在工会组织，
但是由于加拿大政府并没有对企业进行保护，因此，加拿大的工会组织不可能抵制本国企业采用更加有效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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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跨国增长分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是由于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的差异

所造成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技术结构的结果。关于适宜技术的最近的比较有影响的文献是

Basu and Weil（1998）。他们采用了 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的做法：认为技术变迁采用
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 by doing）的形式，并且他们也认为技术是特定的投入组合
所专有的（specific）。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技术学习的速度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限止，
那么政府对本国储蓄率的干预将有利于落后经济的增长。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研发的技术只是考虑到发达国家的要
素禀赋结构2的最优使用，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

的比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因此，尽

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同等地获得最新的技术，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技术和本国

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匹配还是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

出上存在很大的差距。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和 Basu and Weil（1998）在以下几个
方面是不相同的：第一、在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中至关重要的是熟练劳动力和非
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在 Basu and Weil（1998）中至关重要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比例；第二、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结论不是由于生产率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或者是依赖
于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是依赖于发展中国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需要从事发

达国家中的熟练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第三、也是最重的区别，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
中技术变迁不是生产活动的副产物，而是有目的的活动；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 R&D厂商基
于不同的获利程度会决定他们的技术创新方向。然而，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理
论假定存在着不切实际之处，因为发展中国家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发展时，它完全可以利用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之内的技术，而无需引进发达国家的最先进的

技术3。 
适宜技术理论（Basu and Weil 1998）和技术结构应该和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

理论（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虽然认识到了一定的技术结构必须和一定的要素投入结
构相匹配，但是他们或者认为厂商所面临的要素投入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加以提升并偏离本地

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或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技术结构必须和发达国家的技术结构相

同。然而，按照林（2002），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是
经济发展的手段，人为地提升厂商所面临的要素投入结构以迎合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只能使

得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并因此引发一连串的经济问题，当然，这样的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不可

能快。因此，考虑到研发技术和引进技术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在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

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时，技术变迁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他们没有必要研发或者引进发达国

家最先进的技术。随着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

也会随着提升，同时，自主的研发相对于技术引进来说重要性也变得越来越大。总之，发展

中国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并按照本国的

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适宜的技术。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

速度才能超过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并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收敛

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
4
。 

                                                        
2 这里的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 
3 由于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理论假定存在着不切实际之处，因此，他们无法解释二战后新兴工
业经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以及 20 世纪后二十年里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奇迹般的增长。 
4 这时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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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的关系，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很少涉及5。Acemoglu, Daron, 
Aghion, Philippe, and Fabrizio Zilibotti（2002）尽管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上
进行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也仅仅只是企业主决定是否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他们将企业

主决定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称为基于投资的战略（an investment-based strategy），这时，
经济会利用经理的经验来加大投资；企业主决定不再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称为基于创新的

战略（an innovation-based strategy），这时，经济会以减少投资为代价来加大研发6。对于发

展中国家的技术如何随着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的提升而进行相应的最优的变化，目前尚没有

文献进行讨论。本文旨在通过构建模型拟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说明：（1）、发展中国家最
适宜的技术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大于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3）、发展中国家最终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 
文章的结构如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技术结

构和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并指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它们处于世

界的技术前沿，因此，它们只有通过研发7（R&D）的方式来实现技术变迁；而对于发展中
国家来说，如果它们要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那么它们所

采用的技术大部分应该是成熟的技术，而不应该是发达国家的最先进的技术。同时，由于发

展中国家在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发展时所采用的技术大部分是成熟

的技术，因此他们可以通过研发8加技术引进的方式来实现技术水平的升级，并因此获得比

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变迁速度。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理论模型部分，我们的模型是建立在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模型框架基础上，但是，我们得出了与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完全不同的结论。文章的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讨论，在这个部分我们还就本文
所用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二、技术变迁、适宜技术和经济增长 

 

一个经济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增长，就必须避免要素边际报酬的递减，或者就必须寻找到

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engine）。由于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没有外
生技术变迁的情况，经济中的人均收入水平最终将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自工业革命后的

200 多年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地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为了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

增长现象，经济学家或者通过扩大资本的范围来避免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或者通过个人或

厂商的新的投资所产生的外部性来提高他人（其它厂商）所拥有资本的生产率来保证经济的

持续增长；或者通过内生的技术变迁或创新来实现技术的升级以推动经济的增长。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认为前两种理论虽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逻辑一致的解
释，并且它们对于动态模型的理论性质也提供了很多的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但是它们并没有

真正认识到真实世界持续增长的动力。事实上，按照第一种理论，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

要大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因此，发达国家所包括的资本范围相应地也大于发展中国家

所包括的资本范围，这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就永远不可能大于发达

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更不可能出现欠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收敛的现象，这显然是难以解

释二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现象以及20世纪后20年里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奇迹

                                                        
5 Daron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认为发展中国必须选择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技术，而根本没有允
许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选择。 
6 在他们的论文里，高能力的经理比低能力的经理更加擅长于技术创新，而经理的经验更加有助于经理的
投资（老经理相对于新经理来说，他们的保留收入使得老经理的投资多于新经理的投资）。 
7 发达国家的研发活动主要指的是发明（invention），它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
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增量贡献。 
8 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活动主要指的是对发达国家已经发明出来的技术的消化、吸收活动，而不是对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现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增量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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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增长。而对于第二种理论来说，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要大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

因此，发达国家的个人或厂商的新投资所产生的外部性也大于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或厂商的新

投资所产生的外部性，这也无法解释二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以及 20 世纪后

20 年里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奇迹般的增长。因此，我们遵循 Grossman and Helpman（1994）
的看法——实际上 Schumpeter（1934）、Solow（1970，p.33）以及众多的经济学家也是这么
认为的——认为技术变迁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原因。而对于发达国家来

说，由于它们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它们要实现技术变迁的方式只有通过自主的研发。认为技

术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内生增长模型尽管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现象，但是

它们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更快的技术变迁，因而它们无法

解释二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也无法解释 20 世纪后 20 年里中国经济所

取得的奇迹般的增长。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变迁的

情况下，即使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中实现自己的技术变迁，它们还

是无法解释新兴工业经济和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现象，尽管它们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

象（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b）和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b、c））。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

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快的技术变迁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加低廉的

成本来实现技术的升级。内生技术变迁的增长模型虽然给出了发达国家技术变迁的实现机

制，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来说，是否需要遵循像发达国家一样通过自主的研发来

实现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的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

相对丰富，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那

么它们的企业所进入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企业所采取的生产技术绝大多是比

较成熟的技术，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自主研发。并且，由于这些企业并不处于其所在行业的

世界技术前沿，因而企业的产品换代升级也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方式，或者靠对

发达国家模仿技术的方式，甚至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 by doing）来分享国际技
术溢出所带来的好处

9
,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提升自己的

技术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单靠自主研发来升级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说，无疑是一种成本更为

低廉的技术变迁方式。现实中，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家引进技术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发展中

国家既可以向发达国家购买专利或购买技术等直接的技术引进方式，也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

进口高技术的商品和设备等更为间接的技术引进方式。De Long and Summers(1991)证明设
备投资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Lee（1995）则强调设备进口对增长率的正向
刺激作用。之所以在实证上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认为大量的技术进步是

隐含在资本投资中。 

即使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但是由于发

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从发达国家

引进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适宜技术，在理论模型上，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在生产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在现实中，我们可以
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厂商由于引进了超越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而使得他们的生产率大大

低于发达国家同等技术的厂商的生产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美国的 Cummins引擎公
司——技术领先者——和日本的 Komatsu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生产卡车引擎，它同时也和印
度的 Kirloskar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生产卡车引擎。尽管日本的 Komatsu公司生产的引擎的
质量和成本很快就达到了美国同行的标准；然而，印度的 Kirloskar公司生产的引擎质量不
但大大低于美国同行生产的引擎质量，而且它所生产的引擎成本也比美国同行所生产的引擎

成本高 3.5——4.0倍（Baranson 1972, pp. 58-59）。这个例子说明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如
                                                        
9 在文章中，我们将发展中国家这三种实现技术变迁的方式简单地统称为技术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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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相一致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和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实际上，如果让厂商自己选择（最适宜）技术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厂商一

般不会选择发达国家最成熟的技术。经过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纺织业、服装业、塑料业和电

子行业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人员进行面谈之后，Chen（1983, pp. 118-119）认为跨国公司一般
不会在他们的海外企业中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以本田汽车为例，它在日本当地所用的机械化

程度显然大大高于它在中国的机械化程度（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比日本丰富、资本比日本稀缺，

因此，本田汽车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会比日本本国的工厂使用更多的劳动力）。 
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和本国要素禀赋结构不相一致的技术会造成这些国家和发

达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在解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国家的拙劣的经济绩效

时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它们无法解释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以

及中国大陆在20世纪后20年里超常的经济增长和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也无法解释二战

后日本、德国、法国的快速经济恢复现象。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9，2002）基于近几十年

来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成败得失和经济转型国家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

纳，将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和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功归因于这些国家采用了“遵循比

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遵循由本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

势进行发展时，不但可以使得经济获得最大的资本积累速度，而且这些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

过引进技术来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并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变迁。林（2002）认为一个

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在产业和技术

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而要素禀赋结构

的升级则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更快地增加。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所提供的剩余或企业所

产生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储蓄意愿。当企业进入到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时，并且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小化的技术——这是采纳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果，

这个企业将是有竞争力的，它将获得最大的剩余或利润。同时，当资本配置在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业中时，资本的回报率也是最高的，当然，这时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储蓄意愿也最高。而

且，在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政府无需扭曲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也不会动用行政力

量来人为地创造合法的垄断，这样，经济中就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浪费性的寻租活动。由于

面临硬的预算约束，企业只有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才能赚取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如果

采纳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得到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截然相反的结果。所以，遵

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速度将大于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要素

禀赋结构的升级速度。同时林认为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从发

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并因此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变迁。尽管落

后国家的技术引进成本会随着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而上升（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但是，只要落后国家的技术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那么落后
国家都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或者学习技术，并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变迁速度。因此，

在采纳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按照林及合作者的研究思路，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的成本可以分成两部分：购置技术的

成本和应用技术的成本。其中，购置技术的成本是由发展中国家拟购置的技术和世界技术前

沿的差距决定的，差距越大，相应的购置技术的成本就越小。对于那些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

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可能无需支付任何购置技术的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应用技术的成本则主

要受到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内生于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即一项技

术的应用，需要通过其它相应的生产要素投入品（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匹配，而其

它生产要素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是由经济体系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在发展中国家从发达

国家引进技术的过程中，最小化技术引进的成本（包括购置技术的成本和应用技术的成本）

是选择适宜技术的关键。而发展中国家最小化技术引进的成本的基本原则在于保持其引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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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结构和本国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一致性。因此，考虑到引进技术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在

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时，技术变迁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随着发

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会随着提升，同时，自

主的研发相对于技术引进来说重要性也变得越来越大。总之，发展中国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来

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必须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加自主研发的方式来选择和本国的要

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适宜技术。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才能超过发达国家的

技术变迁速度，并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

人均收入。 

 

三、基本模型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们在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模型框架基础上，通过构
建模型拟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说明：（1）、发展中国家最适宜的技术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最先
进的技术；（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3）、发展
中国家最终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 

（一） 基本经济环境 

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发展中国家 s和发达国家 n。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发达国家的

人口（劳动力）数量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劳动力）数量都为 L
−

。我们假设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的每个劳动力都可以提供一单位的非熟练劳动（它不会给劳动者带来任何负效用），即

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
nL L

−

= ，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力数量
sL L

−

= ；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劳动力除了可以提供一单位的非熟练劳动力外，还可以提供一单位的

熟练劳动力
cH L

−

≤ （它也不会给劳动者带来任何负效用）， { },c n s∈ 。在时期 t，我们假

设发达国家可以提供 ( )nH t 个熟练劳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提供 ( )sH t 个熟练劳动力。其

中 ( ) ( )n sH t H t≥ ，即发达国家可以提供的熟练劳动力数量大于发展中国家可以提供的熟练

劳动力的数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允许一个代表性消费者，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的相

对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10： 

 
1( ) 1.exp( ( )).

1t

C t d
στ ρ τ τ
σ

∞ − −
− −

−∫  

其中 ( )C τ 为代表性消费者在τ 期的消费， ρ 是该代表性消费者的贴现率。在不引起混

淆的情况下，我们略去时间标记 t。 
一个国家的预算约束为：C I X Y+ + ≤ ，其中C为本国居民的消费、I 为投资、X 为

这个国家在技术变迁上的支出；而这个国家的总产出来自于这个国家的最终产品的

Cobb-Douglas加总： 

                                                        
10 尽管这里存在着有的劳动力只能提供非熟练劳动，有的劳动力除了可以提供非熟练劳动外，还可以提供
熟练劳动的区分，但是，在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的效用函数的设定下，这两种消费者的偏好可以加总

成一个代表性消费者（请参见 Caselli and Ventur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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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p[ ln ( ) ]C I X Y y i di+ + ≤ ≡ ∫  

其中 ( )y i 是这个国家第 i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最终产品。我们将每一期的最终产品的

Cobb-Douglas加总的价格标准化为 1。 

国家 c的最终产品 ( )cy i 可以由两种不同的技术来生产。第一种技术使用非熟练的劳动

力
cl 以及有差别的中间产品的集合来生产；第二种技术使用熟练的劳动力 ch 以及另一个有

差别的中间产品的集合来生产。国家 c的最终产品 ( )cy i 的生产函数为： 

 1 1

0 0

( ) [ ( , ) ].[(1 ). ( )] [ ( , ) ][ . . ( )]
c c
L HN N

c c c c c
L Hy i k i v dv i l i k i v dv i Z h iβ β β β− −= − +∫ ∫  (1.1) 

其中 ( , )c
zk i v 是国家 c在第 i个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使用的第 v种中间产品的数量，这时，第 i个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雇佣的劳动力的熟练程度为 z， { },z L H∈ 。 (1 )i− 和 .Z i代表外生的部

门和技术专有的（specific）生产率水平，它意味着熟练劳动在生产具有更高的标记指数（ i

更大）的产品上的生产率更大。参数 1Z ≥ 代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相对生产率。
c
zN 是

国家 c的熟练程度为 z的劳动可以使用的中间产品的数量（测度）。对比(1.1)和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2）式，我们发现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使用相同的技术，而在我们的模型中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适宜技术水平。我们

将在论文中证明如果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适宜技术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的技

术水平
s
zN 严格小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n
zN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文章第二部分所分析的，

当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发展时，这个国家没有必要选择和发

达国家完全相同等的技术。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选择赶超战略的时候，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技

术水平就会超过本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最优的技术水平，从而会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异，这正是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所得出的结论。因此，
我们把我们的论文看作是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的互补性论文，而不是竞争性论文，
它们所分析的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国家 c第 i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有：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c c
L HN N

c c c c c c c c c c
L H L L H Hp i y i w l i w h i v k i v dv v k i v dvχ χ− − − −∫ ∫  

从上述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出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 

 1/( , ) [(1 ). ( ).((1 ). ( )) / ( )]c c c c
L Lk i v p i i l i vβ ββ χ= − −  (1.2) 

 1/( , ) [(1 ). ( ).( . . ( )) / ( )]c c c c
H Hk i v p i i Z h i vβ ββ χ= −  (1.3) 

每种类型的中间产品 ( , )c
zk i v 由一个拥有这种中间产品的专利的垄断者来生产。简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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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们假设这些中间产品 100%折旧。我们也假设国家 c生产任何一种中间产品 ( , )c
zk i v 的

边际成本为一个常数，这个常数等于
cθ 单位的最终产品，简单起见，我们假设 s nθ θ θ= = ，

即使我们假设
s nθ θ≠ 也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这样为部门 z生产中间产品的垄断者会

设定中间产品的价格 ( )c
z vχ ，使得利润函数

1

0

( ) ( ( ) ). ( , )c c c
z z zv v k i v diπ χ θ= − ∫ 在中间产品的需

求函数(1.2)式和(1.3)式的约束下最大化。由上述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出垄断者设定

的中间产品价格 ( )
1

c
z v θχ χ

β
= =

−
。 

将中间产品的价格代入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1.2)式和(1.3)式，我们可以得出国家 c第 i
个部门的最终产品的产出为： 

 
1 12(1 )( ) [ ] .[ ( )] [ .(1 ). ( ) . . . ( )]c c c c c

L Hy i p i N i l i N i Z h i
β β
β ββ

θ

− −−
= − +  

经济中的技术变迁采用中间产品的种类扩大的形式，即
c
zN 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形

式。一个国家要进行技术变迁需要这个国家投入最终产品。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它处在

世界技术前沿，因此它必须完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的方式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我们假设

发达国家自主研发任何一种类型的中间产品需要花费的成本为 µ 单位的最终产品。一个厂
商如果发明了一种新中间产品，那么这个厂商可以得到无限期的专利保护。这意味着如果发

达国家在技术研发上的投资为
nX ，那么会发明 /nX µ单位的新中间产品。因此，对于发达

国家来说，它的技术变迁动态方程为： 

 
n

n z
z

XN
µ

=
g

 (1.4) 

其中
n
zX 是发达国家投入在自主研发以提高部门 { },z L H∈ 的技术水平的投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除了研发11外，还是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实现技

术创新，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的成本来得低。为了

反映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
s
zN 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n
zN ，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

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假设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动态方程为： 

 
/( )
/

s
s z
z n n

z
s s
z

XN
N z
N z

µ ϕ
=

−

g

 (1.5) 

                                                        
11 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不是旨在研发新的技术，而是针对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所进行消化、吸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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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n n
z
s s
z

N z
N z

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距离12。函数 ( )ϕ g 反映了随着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水平
s
zN 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n
zN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成本会变得越来

越大，它满足：（1）、当1 0x≥ > ， ( ) 0xϕ = ，且当 1x > ， ( )xϕ µ< ；（2）、当1 0x≥ > ，

有
' ( ) 0ϕ =g ，且当 1x > 时，有

' ( ) 0ϕ >g ，以及
'lim ( ) 0

x
xϕ

→+∞
= ；（3）、当1 0x≥ > ，有

'' ( ) 0ϕ =g ，

且当 1x > 时，有
'' ( ) 0ϕ <g 。其中

s
zX 是发展中国家投入在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以提高部门

{ },z L H∈ 的技术水平的投入。 

（二） 分析 

我们现在来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熟练劳动
cH 和非熟练劳动

cL 给定时的均衡。

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在国际贸易。 

由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1.1)式，我们可以发现熟练劳动在生产那些具有更高的标记的最
终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由这个事实，我们很容易证明对于国家 c来说，存在一个门槛水平

[0,1]cJ ∈ 满足：只有非熟练的劳动会用来生产
ci J≤ 的产品（也即是说对于所有的

ci J≤ 的

部门来说有 ( ) 0ch i = ）；只有熟练的劳动会用来生产
ci J≥ （也即是说对于所有的

ci J≥ 的

部门来说有 ( ) 0cl i = ）。详尽的证明请参见 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9）。 

因此，我们可以将最终产品 i的生产函数写成： 

 1 (1 ) /( ) ( ) . ( ) .(1 ). . ( )             if   0 ic c c c
Ly i p i i N l i Jβ βδ − −= − ≤ ≤  (2.1) 

 1 (1 ) /( ) ( ) . ( ) . . . . ( )             if   <i 1c c c c
Hy i p i i N Z h i Jβ βδ − −= ≤  (2.2) 

其中

12
1(1 )[ ] ( )

β
ββ δ

θ

−
−−

= 。我们可以求解出最终产品 i的价格为： 

 ( ) .(1 )   and   ( ) /     for any  c c c c c c
Lp i P i l i L J i Jβ−= − = ≤  (2.3) 

 ( ) .   and   h ( ) /(1 )    for any  c c c c c c
Hp i P i i H J i Jβ−= = − ≥  (2.4) 

其中 (0)c c
Lp P= 、 (0)c c

Hp P= 是四个待定的价格常数。为了完整地求解出均衡，我们还需

要求出国家 c的门槛水平 cJ 。注意到国家 c的部门 cJ 无论是雇佣熟练劳动还是雇佣非熟练
                                                        

12 在平衡增长时，无论是采用
/
/

n n
L
s s
L

N L
N L

还是采用
/
/

n n
H
s s
H

N H
N H

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都是

一样的，我们在后面会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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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它的利润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对于
ci J= (2.3)式和(2.4)式应该相等，这意味着： 

 ( )
1

c c
H
c c

L

P J
P J

β=
−

 (2.5) 

此外，由于对国家 c来说，它在每一个最终产品 i上的支出 ( ) ( )c cp i y i 对于所有的 [0,1]i∈ 来

说都相等，因此 . (1) . (0)c c
H LP y P y= ，因此，由(2.1)式、(2.2)式、(2.5)式，我们可以得出： 

 1/ 2 1[1 ( . ) ]
c c

c H
c c
L

N ZHJ
N L

−= +  (2.6) 

 
1
2( . )

c c c
H H
c c c

L L

P N ZH
P N L

β−
=  (2.7) 

进一步，我们可以解出四个待定的价格常数
c

LP 、 c
HP ，其中 { },c n s∈ ： 

 1/ 2exp( ).[1 (( . ) )]
c c

c H
L c c

L

N ZHP
N L

ββ= − +  (2.8) 

 1/ 2exp( ).[1 (( . ) )]
c c

c H
H c c

L

N ZHP
N L

ββ −= − +  (2.9) 

最后，根据(2.1)式、(2.2)式、(2.5)式、(2.6)式、(2.8)式和(2.9)式，我们可以得到国家 c的
产出为： 

 1 1/ 2 1/ 2 2exp( 1).( ) .[( . ) ( . . ) ]c c c c c
L HY N L N Z Hδ −= − +  (2.10) 

（三） 技术进步 

我们现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进行描述。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在国际上

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
13
。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制造商不能将

他们的中间产品（专利权）卖给另一个国家的最终产品制造商，因此，技术市场是本地市场。 

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动态方程为
n

n z
z

XN
µ

=
g

，发达国家的
n
LN 和

n
HN 的演化由发达国家

进行自主研发的收益来决定。我们将发达国家的垄断者在 t期制造使用于 z部门的中间产品

v的价值记为 ( , )n
zV v t ，对称性意味着对于所有的 v有 ( , ) ( )n n

z zV v t V t= ，并且有： 

 ( ) exp[ ( ) ] ( )n n n
z zt

t

V t r d d
τ

ω ω π τ τ
∞

= −∫ ∫  (3.1) 

其中 ( )nr ω 是发达国家在时期ω的利率，并且发达国家的垄断者在时期τ 制造用于 z部门的
                                                        
13 即使允许国际上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也不会改变我们模型的关键结论，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是为了
使得技术市场是本地市场从而简化计算。而对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来说，如果允许国际上存在知
识产权保护则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关键结论。因此，我们的模型比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更具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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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品 v的利润 ( )n
zπ τ 满足： 

 /(1 ) 1/

0

( ) ( ). ( ) ( ) . (1 )[ ( )] .
nJ

n n n n
L L Lk i di P Lβ β βπ τ χ θ δ β β τ−= − = −∫  (3.2) 

 
1

/(1 ) 1/( ) ( ). ( ) ( ) . (1 )[ ( )] . .
n

n n n n
H H H

J

k i di P Z Hβ β βπ τ χ θ δ β β τ−= − = −∫  (3.3)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动态方程为
/( )
/

s
s z
z n n

z
s s
z

XN
N z
N z

µ ϕ
=

−

g

，发展中国家的
s
LN 和

s
HN 的

演化由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收益来决定。我们将发展中国家的垄断者在 t期制造使用

于 z部门的中间产品 v的价值记为 ( , )s
zV v t ，对称性意味着对于所有的 v有 ( , ) ( )s s

z zV v t V t= ，

并且有： 

 ( ) exp[ ( ) ] ( )s s s
z zt

t

V t r d d
τ

ω ω π τ τ
∞

= −∫ ∫  (3.4) 

其中 ( )sr ω 是发展中国家在时期ω的利率，并且发展中国家的垄断者在时期τ 制造用于 z部

门的中间产品 v的利润 ( )s
zπ τ 满足： 

 /(1 ) 1/

0

( ) ( ). ( ) ( ) . (1 )[ ( )] .
sJ

s s s s
L L Lk i di P Lβ β βπ τ χ θ δ β β τ−= − = −∫  (3.5) 

 
1

/(1 ) 1/( ) ( ). ( ) ( ) . (1 )[ ( )] . .
s

s s s s
H H H

J

k i di P Z Hβ β βπ τ χ θ δ β β τ−= − = −∫  (3.6) 

在平衡增长路径（BGP），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n
LN 和

n
HN 必须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即

n n
L H
n n
L H

N N
N N

=

g g

，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垄断者必须在熟练劳动力部门和非熟练劳动力部门投入型

等的相对研发支出，即
n n
L H
n n
L H

X X
N N

= 。这只有在
n n

L LV V µ= = 时才成立，这反过来意味着垄断

者在熟练劳动力部门和非熟练劳动力部门的利润必须相等，即
n n
L Hπ π= ，因此，根据(3.2)式

和(3.3)式，我们有： 

 
.( )

n n
H
n n

L

P Z H
P L

β−=  (3.7) 

由(2.7)式和(3.7)式，我们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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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n n

H
n n n
L

N J Z H
N J L

−
= =  (3.8) 

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平衡增长路径（BGP），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 s
LN 和

s
HN

必须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即
s s
L H
s s
L H

N N
N N

=

g g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垄断者必须在熟练劳动力部

门和非熟练劳动力部门投入型等的相对研发支出，即
s s
L H
s s
L H

X X
N N

= 。为了进行数理分析，我们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的动态方程(1.5)明确表示为14
： 

 
/( )
/

s
s z
z n n

L
s s
L

XN
N L
N L

µ ϕ
=

−

g

 (3.9) 

这只有在
/( )
/

n n
n n L

L L s s
L

N LV V
N L

µ ϕ= = − 时才成立，这反过来意味着垄断者在熟练劳动力部门和

非熟练劳动力部门的利润必须相等，即
s s
L Hπ π= ，因此，根据(3.5)式和(3.6)式，我们有： 

 
.( )

s s
H
s s

L

P Z H
P L

β−=  (3.10) 

由(2.7)式和(3.10)式，我们得出： 

 
1 .s s s

H
s s s
L

N J Z H
N J L

−
= =  (3.11) 

（四） 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对比 

在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
cH 和非熟练劳动

cL 给定时，通过(3.8)式和(3.11)式，我们发现

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结构的。在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

中，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
nH 和非熟练劳动力

nL 的比值 /n nH L 、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熟练

劳动力
sH 和非熟练劳动力

sL 的比值 /s sH L 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发达

                                                        

14 实际上，在平衡增长路径，无论技术变迁的动态方程采用
/( )
/

s
s z
z n n

L
s s
H

XN
N L
N H

µ ϕ
=

−

g

的形式，还是采用

/( )
/

s
s z
z n n

L
s s
L

XN
N L
N L

µ ϕ
=

−

g

的形式，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针对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给出正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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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值 /n nH L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

劳动力的比值 /s sH L 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不管

将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力看作是这个国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还是将一个国家的熟练

劳动力看作是非熟练劳动力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 by doing）的结果，我们都可以发现一
个国家熟练劳动力所占的份额是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逐渐增加的。简单起见，我们假

设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占总人口中的份额 / /c c cH L H L
−

≡ 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成

某种正向的关系，即 / ( )c c cH L Yφ=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国

家熟练劳动力也会跟着发生相应地增加。我们假设函数 ( )φ g 满足：
0

lim ( ) 0
x

xφ
+→

= ，

lim ( ) 1
x

xφ
→+∞

= ，
' ( ) 0φ ≥g ，

'' ( ) 0φ <g 。 

我们现在来看平衡增长路径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的关系。根

据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中的定理 1的证明，我们可以发现在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

nH 和非熟练劳动
nL 给定时，发达国家存在唯一一条全局的（鞍点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

在这个平衡增长路径，发达国家的 GDP、消费、技术变迁的速度都为： 

 11 .[exp( 1). .(1 ). .( . ) ]n n ng L Z Hβ β µ ρ
σ

−= − − + −  (4.1) 

因此，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大，在平衡增长

路径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将等于： 

 * 11( ) .[exp( 1). .(1 ). .(1 ). ]ng Z Lβ β µ ρ
σ

−
−= − − + −  (4.2)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 GDP、消费、技术变迁的速度都为： 

 
1 .[ ( ) ]s sg r t ρ
σ

= −  

其中， ( )sr t 是发展中国家在时期 t的利率。正如在正文已经讨论过的，为了使得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水平
s
LN 和

s
HN 必须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即

s s
L H
s s
L H

N N
N N

=

g g

，我们必须有： 

 
( ) ( )( )

/ /( ) ( )
/ /

s s
s L H

n n n n
L L

s s s s
H H

t tr t
N L N L
N H N H

π π

µ ϕ µ ϕ
= =

− −
 

由(3.5)式和(3.6)式，我们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平衡增长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为： 

 1/1 .[exp( 1). .(1 ).( ( )) .( . ) ]
/

n n
s s sL

s s
H

N Lg L Z H
N H

β β µ ϕ ρ
σ

−= − − − + −  (4.3) 

因此，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大，在平衡增长

路径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将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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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exp( 1). .(1 ). .(1 ). ]sg Z Lβ β µ ρ
σ

−
−= − − + −  (4.4) 

在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
cH 和非熟练劳动

cL 给定时，通过(3.8)式和(3.11)式，我们发现

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
15
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结构的。由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

附录 A 中定理 1 的证明，我们可知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一个

经济的初始状态并不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即
0

.( )
c c
H

tc c
L

N Z H
N L

≠ ，这个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

.c c
H
c c
L

N Z H
N L

= 的平衡增长路径上。因此，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的技术距离满足： 

 
/ /
/ /

n n n n
H L
s s s s
H L

N H N L
N H N L

=  (4.5) 

在给定的时期 t，由于发达国家熟练劳动所占的份额 ( ) / ( )n nH t L t 和发展中国家熟练劳

动所占的份额 ( ) / ( )s sH t L t 的比值 ( ) / ( )
( ) / ( )

n n

s s

H t L t
H t L t

是一个常数，因此，由(4.5)式，无论我们用

/
/

n n
L

s s
H

N L
N H

还是用
/
/

n n
L
s s
L

N L
N L

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都是一样的。 

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之前，在平衡增长路径，我们不可能有
s n
L LN N≥ 成立。因

为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之前，如果我们有
s n
L LN N≥ 成立，那么，根据(4.5)式，我们

有
/ 1
/

n n
H
s s
H

N H
N H

≤ ，根据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动态方程(1.5)中函数 ( )ϕ g 的性质，我们知

道当
/ 1
/

n n
H
s s
H

N H
N H

≤ 时，由(4.1)式和(4.3)式，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等于发达国

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在平衡增长路径，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等于发达国家的

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
s n
L LN N< ，那么，根据 (4.5)式，我们有

/ 1
/

n n
H
s s
H

N H
N H

> ，根据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动态方程(1.5)中函数 ( )ϕ g 性质的假设，我们

知道当
/ 1
/

n n
H
s s
H

N H
N H

> 时，由(4.1)式和(4.3)式，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大于发达

                                                        
15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注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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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在平衡增长路径，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于发达国家

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之前，在平衡增长路径，发展中国家不

可能选择技术水平
s n
L LN N≥ 。同理，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之前，在平衡增长路径，

我们不可能有
s n
H HN N≥ 成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定理 1： 

定理 1：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之前，如果允许发展中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适宜技术，

那么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技术水平一定低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即，一定有
s n
z zN N< 成

立。 
根据定理 1的结论，对比(4.1)式和(4.3)式，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之前，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sg 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ng 满足： 

 

1

1

/[exp( 1). .(1 ).( ( )) .( . ) ]
/ .

[exp( 1). .(1 ). .( . ) ]

n n
sL

s s
s nH

n

N L L Z H
N Hg g

L Z H

β β µ ϕ ρ

β β µ ρ

−
−

−
−

− − − + −
=

− − + −
 (4.6) 

因此，当函数 ( )ϕ g 满足 /( ) / 1
/

n n s
L

s s
nH

N L L ZH
N H L ZH

ϕ µ
−

−

+
> −

+
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赶上

那个发达国家之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sg 始终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ng 。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定理 2： 
定理 2：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之前，如果允许发展中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适宜技术，

并 且 发 展 中 国 家 技 术 变 迁 的 成 本 和 发 达 国 家 的 技 术 变 迁 的 成 本 满 足

/( ) / 1
/

n n s
L

s s
nH

N L L ZH
N H L ZH

ϕ µ
−

−

+
> −

+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sg 始终大于发达国家的经

济增长速度
ng 。 

根据我们前面的假设：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占总人口中的份额 / /c c cH L H L
−

≡ 和这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成某种正向的关系，即 / ( )c c cH L Yφ=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随着

一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国家熟练劳动力也会跟着发生相应地增加。我们假设函数 ( )φ g 满足：

0
lim ( ) 0
x

xφ
+→

= ， lim ( ) 1
x

xφ
→+∞

= ，
' ( ) 0φ ≥g ，

'' ( ) 0φ <g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定理 2成立，那么

发展中国家最终一定可以赶上发达国家。 
定理 3：在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之前，如果允许发展中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适宜技术，

并且一个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占总人口中的份额 / /c c cH L H L
−

≡ 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

成某种正向的关系，即 / ( )c c cH L Yφ= ，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大于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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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发展中国家最终可以赶上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适宜技术时，我们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生产

率差异，并把这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差异与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中
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差异作对比。从(1.1)式，我们可以得出： 

 1

0

( ). ( ) ( ).[ ( , ) ] .[ .(1 ). ( )]
c
LN

c c c c c c
L L Lp i y i p i k i v dv N i l iβ β−= −∫  

 1

0

( ). ( ) ( ).[ ( , ) ] .[ . . . ( )]
c
HN

c c c c c c
H H Hp i y i p i k i v dv N i Z h iβ β−= ∫  

令
0

( , ) ( )
c
zN

c c
z zk i v dv K i≡∫ ， ( )c

zK i 表 示 第 i 个 产 业 的 中 间 产 品 投 入 ， 令

( ).[ .(1 )] ( )c c c
L Lp i N i a iβ− ≡ ，并且令 ( ).[ . ] ( )c c c

H Hp i N i a iβ ≡ ，其中 ( )c
za i 表示部门 i的全要素

生产率。那么，我们有： 

 1( ). ( ) ( ). ( ) . ( )c c c c c
L L Lp i y i a i K i l iβ β−=  (4.7) 

 1( ). ( ) ( ). ( ) .[ . ( )]c c c c c
H H Hp i y i a i K i Z h iβ β−=  (4.8) 

将式(2.3)代入 ( ).[ .(1 )] ( )c c c
L Lp i N i a iβ− ≡ ，并将(2.4)式代入 ( ).[ . ] ( )c c c

H Hp i N i a iβ ≡ ，我

们可以得出： 

 ( ) .( )c c c c
L L L La i p N aβ= ≡  (4.9) 

 ( ) .( )c c c c
H H H Ha i p N aβ= ≡  (4.10) 

将(2.8)式代入(4.9)式，并将(2.9)式代入(4.10)式，我们发现有： 

 exp( ).( )c c c c c
H L L Ha a a N N ββ= ≡ = − +  (4.11) 

根据定理 1，我们知道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最适宜的技术，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水平一定低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即
s n
z zN N< ，因此，由(4.11)式，我们可以看出发展

中国家所有生产部门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小于发达国家所有生产部门的（部门）全要素

生产率。对比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定理 2，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发展中选择的技

术水平大于本国的最适宜的技术水平，那么发展中国家会降低非熟练劳动部门（
si J≤ ）的

（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来达到提高熟练劳动部门（
si J> ）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但是，

发展中国家这种鹤立鸡群地提高熟练劳动部门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是得不偿失的，关于

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的定理 4给出严格的说明。 

我们现在来看每单位劳动的人均产出
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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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2

1 [( ) ( ) ]exp( 1).( ) .
c c c cc

c L H
c c c c

N L N ZHYy
L H L H

δ − +
≡ = −

+ +
 (4.12) 

从(4.12)式，我们看出发展中国家在非熟练劳动 sL 、熟练劳动 sH 给定的情况下，如果

自由选择技术水平
s
HN 、

s
LN 满足(3.11)式，可以使得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每单位劳动的人均产

出
cy 达到最大16。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定理 4： 

定理 4：在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劳动 sL 、熟练劳动 sH 给定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发展中

国家自由选择自己的适宜技术（由定理 1可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一定低于发达国家的

技术水平，即
s n
H HN N< ，

s n
L LN N< ），并且发展中国家选择的技术满足(3.11)式时，发展中

国家的每单位劳动的人均产出
cy 达到最大值。从而我们可以认为满足 s n

H HN N< ，
s n
L LN N<

且满足(3.11)式的技术结构 s
HN 、

s
LN 17是发展中国家的最适宜技术结构18。 

 

四、结论和讨论 

 

不同于已有文献用不同国家采用新技术时所面临的不同障碍来解释国家之间所存在的

生产率差异（Stephen L. Parente and Edward C. Prescott 1994）），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

则用发展中国家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选择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因此造成发展中国家的

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中国家拟采用的技术结构之间出现不匹配，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生产率差异。我们认为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在解释一部分

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的拙劣经济绩效是合适的，但是它无法解释一些国家的增长奇迹。我们

的论文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技术的假设，通过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加低廉的成本

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这一关键假设，得出了这样三个结论：（1）、发展中国家最适宜的技

                                                        
16 这可以通过对(4.12)式在给定 /c c

H LN N 的时候对进行 /c cH L 求导，我们发现在
/ . /c c c c

H LH L Z N N= 时， ( ) / ( / ) 0c c cy H L∂ ∂ = ，这时，发展中国家的每单位劳动的人均产出
cy

达到最大值。 
17 s

HN 、
s
LN 的具体数值有它们的初始水平 (0)s

HN 、 (0)s
LN 及(3.11)内生决定。 

18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包括纵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
/
/

n n
z
s s
z

N z
N z

，也包括横

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熟练劳动部门的技术水平
s
HN 和非熟练劳动部门的技术水平

s
LN 的比

例 /s s
H LN N 。发展中国家偏离最优的技术结构有两种方式：（1）、偏离最优的纵向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

家选择的技术水平不低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这时，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最快速的经济增长；（2）、偏离
最优的横向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熟练劳动部门的技术水平和非熟练劳动部门的技术水平的比例

/s s
H LN N 不满足(3.11)式，这时，发展中国家的每单位劳动的人均产出 cy 不能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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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大于发达国家的

经济发展速度；（3）、发展中国家最终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这几个结论可以很好地解释韩

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以及中国大陆在 20世纪后 20年里超常的

经济增长和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本国

的技术升级，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实证问题，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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